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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满意度对
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徐 广 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210044)

摘 要: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SocialSurvey,以下简称CSS(2015)]的数据验证了养老

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

影响,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社会冲突意识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

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

待遇公平感,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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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逐渐放松限制,农民可以在自理口粮的基础之上进入城镇[1-3],与此同

时,城镇私营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用工缺口,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形成了所谓

的“民工潮”[4]。据相关调查表明,2016年这一数字便已经达到2.82亿人,占全国人口将近20%[5]。
然而这些农民工大部分并不具有城镇户籍,极易在就业机会、工作待遇以及就业保障等各个方面遭

受歧视[6]。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他们在生活水平、工作条件、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均处于

弱势地位,游离于城镇主流社会之外[7],成为了社会一大问题。
潘毅等认为农民工群体之所以产生,背后原因在于农民向工人的转化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不

是完全同步,农民一方面在城市进行工业生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层面原因农民自身的生产并

不能够在城市进行[8]。谷玉安[9]认为,城市化进程需要农民工进城,但是难以享有城镇基本养老保

障的待遇,使得他们不得不奔波于城市与农村,处于“两栖生活”的状态。对于农民工这种特殊性,
潘毅等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对城市产生了认同,他们渴望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但现实是,城
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他们并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城市的公共财政并没有安排他们

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当无法在城市里工作时,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养

老。但是由于已经对城市产生认同,甚至已经不会种地,面临着不想回去,或者根本回不去的问题,
因此,这种现实造成了农民工内心充满矛盾,甚至产生愤怒[8,10],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引

导,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最近几年,全国各地“民工荒”问题频现,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

均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11]。据数据显示,2008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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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8%,2014年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保比例上升为16.7%[5]。从农民工参保率可以看出,近几年

以来农民工参保水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由于农民工本身存在流动性,不同的养老保险制

度,不同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很大差别,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仍然整体偏低,退保情况也很严重。

2012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对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在城职保

和新农保之间的转移做了规定,使其成为可能。但是城职保和新农保缴费年限的累加计算上存在

折算困难,从而导致因流动造成养老金“便携性损失”,降低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

性[12-16],也影响了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在这一背景下,由农民工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现象

不断增多,突出问题就是由农民工引发的社会冲突行为大量产生。科赛[17]认为冲突一般包括两个

方面,冲突意识和冲突行为。尽管冲突意识不必然引起冲突行为,但是冲突行为一般是由冲突意识

导致的。李培林,张翼等[18]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冲突意识会导致社会冲突行为的发生。这说明社

会冲突意识对社会稳定发挥着预测作用。本文以社会冲突意识为研究对象,使用CSS(2015)的数据

探讨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
“十三五”时期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很多工作的开展都要以这个目标为中

心[1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需要社会各个群体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明确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以及影响途径,可以

针对性地完善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有效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

突意识,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降低

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让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也更容易提升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开发

人力资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凝聚力量。

二、研究假设

就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李培林和李炜[20]认为近些年农民工的

社会冲突意识显著。刘翠霄[4]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缺失会导致社会对立和矛盾,未享受

社会保障的人员会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邓大松和胡宏伟[21]认为农民工不能和市民享有平等的

基本社会保障权,容易使得其难以融入城市。这种客观处境会使得他们产生悲愤和不满,产生社会

冲突意识。同时,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意义重大[15,22-25]。养老

保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冲突意识作为衡量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指标,从这些研究可以

得出结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养老保障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稳定,降低农民工社会冲突意

识的作用,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越高,其社会冲突意识越低。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其社会冲突意识越低。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重要的再分配工具,其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促进社会公平[26-28]。然而,目前民

众认为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不公平问题[29],这种不公平问题,既包括参保与否,也包括

不同地区,城乡养老待遇的差异。张强[30]研究发现,居民参加养老保障,社会公平感则越高。这些

研究表明,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公民的公平感具有影响。同时,公平感对社会冲突意识亦有影响。
首先,收入公平感对社会冲突有影响,李慧中等[31]认为收入不合理是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产

生的重要原因。李路路等[32]的研究认为,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主观评价与人们社会冲突意识之间有

很强的相关性。当人们认识到分配的结果是不公平的,特别是这种不公平将持续存在下去,那么,
内心就会积累不满,促使其社会冲突意识增强。张翼[33]的研究表明,民众认为收入不公平程度越

高,社会冲突意识越高。李培林[34]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社会冲突意识越高。其次,社
会地位公平对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秦广强[35]通过对青年群体的社会冲突意识进行研究也

发现,社会地位上升会导致冲突意识下降。李培林[34]的研究表明,社会地位越高,社会冲突意识越

低。第三,城乡之间权利待遇差异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具有影响。潘毅等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进城务工并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从而使得他们内心



中产生一种冲突心理,加剧他们与资方之间的矛盾[8]。
基于这些研究可以推论,公平认知是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一种重要的

中介机制,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和城乡待遇公平感,而
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和城乡待遇公平感的提升可以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因此提

出接下来的三个假设:
假设2,收入公平感是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中介机制。
假设3,社会地位公平感是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中介机制。
假设4,城乡待遇公平感是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中介机制。
政府信任一般被定义为是民众根据他们对政府的期待,基于政府的运作效率,对政府所做出的

评价取向[36]。一般来说,个体的政治信任是对政治制度绩效的理性回应[37]。养老保障作为一项公

共物品,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保障每个公民公平地享有。政府如果没有尽到应该负担的责

任,难免就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现有研究也表明,政府信任度的下降与各种冲突行为有显

著的关系。比如,Kaase[38]认为政治信任越低,参加社会冲突行为,比如罢工、游行等的可能性越

高。同时,缺少政治信任和参与暴力行动也有很强的相关性[39]。这些研究说明,政治信任可以有

效降低社会冲突行为,从而降低民众的社会冲突意识。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农民工享受养老保障

会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度,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会降低其社会冲突意识。基于此,本文提出接下来

的一个假设:
假设5,政府信任度是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中介机制。
目前有很多研究探讨了养老保障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李晶认为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与国民

幸福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越高,国民幸福感越高[40]。刘瑜的研究表明,养老

保障对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1]。同时,幸福感的提升会从另一个角度降低人们

的社会冲突意识。李保臣等[42]研究发现,生活满意感(幸福感的另一种测量)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

意愿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生活满意度越高,参加激烈的社会冲突行为的可能性越低,由于冲突行

为的降低和社会冲突意识的降低往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17],因此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可以降低社会

冲突意识。张翼[33]的研究也表明,生活满意度的降低会提高社会冲突意识。从这些研究可以推

论,人们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越高,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越低,因此,本文提出最后一个假设:
假设6,幸福感是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中介机制。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CSS(2015)的数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

的一个连续性社会调查项目。样本基本涵盖了全国大部分范围,每次社会调查范围会涉及大概

7000到10000余个家庭,分布在全国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2015年共搜集了10243个

样本。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因此样本主要选取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口,删除非

农民工数据和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所剩样本量为1357。
(二)变量设置

第一,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冲突意识的测量均侧重

于社会群体间的冲突,以此来刻画民众的社会冲突意识[33-35,43]。本文参照他们的测量方法。在

CSS(2015)的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问题:“在您看来,我国的下列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情况如何?”该
道问题总共选取了四个对照群体:分别为穷人和富人之间、老板和员工之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
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受访者对这四组群体的冲突情况进行判断,然后对选项进行赋值,没有冲突、
不太严重、不好说、比较严重、非常严重分别设置为1~5,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抽取一个公共因子,
命名为社会冲突意识,其可以解释四个变量总共53.69%的方差。由于农民工一般处于这四组群体



中的穷人、员工、外地人和老百姓群体之中,因此农民工对这四组群体冲突状况的评价可以很好地

刻画其所感受到的社会中不同群体冲突情况,这一变量也能够很好地预测社会稳定情况。
第二,本文的自变量是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对于养老保障满意度,在CSS(2015)中有

这么一道问题,“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的养老保障状况的评价”,1表示受访者非常不满

意,10表示非常满意。
对于中介变量:收入公平感使用CSS(2015)中的一道问题测量,“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财富及

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如何?”,非常不公平-非常公平分别设置1~5。社会地位公平感使用CSS
(2015)中的一道问题测量,“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现在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从下到上

分别设置为1~5。理想状态下,社会中的个体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当个体认为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越

低,实际上表明他认为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是越不公平的。对于城乡待遇公平感,CSS(2015)有一道问

题,“您觉得当前社会中城乡之间待遇的公平程度如何?”,非常不公平-非常公平分别设置1~5。
对于政府信任度,由于CSS(2015)没有直接测量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问题,本文使用一个替代

变量“民众对官员的信任”来进行测量,CSS(2015)中有一道问题“您信任党政机关干部吗?”,完全

不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设置为1~5。由于党政机关干部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民众对其的信任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对于幸福感,使用CGS(2015)中的一道问题测量,“您同意下面的说法吗?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

幸福的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设置为1~5。
第三,本文选取了性别(男=1、女=0)、年龄、民族(汉=1、少数民族=0)、宗教信仰(有=1、无

=0)、教育程度(未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或技校=4,大专=5,本科=6,研究生=
7)、年收入(万元)、政治面貌(共产党员=1、其他=0)以及婚姻状况(未婚、分居、同居、离婚=0,结
婚或丧偶=1),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均可能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控制这些变量,能够

观察养老保障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纯影响。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偏差

性别 1357 0 1 0.55 0.50
年龄 1357 18 70 39.80 11.30
民族 1357 0 1 0.95 0.21
政治面貌 1357 0 1 0.11 0.31
教育程度 1357 1 7 3.36 1.22
婚姻程度 1357 0 1 0.84 0.37
宗教信仰 1357 0 1 0.17 0.38
年收入 1357 0.01 80.00 4.49 5.19
养老保障满意度 1357 1 10 5.75 2.33
穷人和富人 1357 1 5 3.03 1.32
老板和员工 1357 1 5 2.58 1.17
本地人和外地人 1357 1 5 2.12 1.07
官员和老百姓之间 1357 1 5 2.94 1.33
收入公平感 1357 1 5 2.75 1.16
城乡待遇公平感 1357 1 5 2.77 1.15
政府信任度 1357 1 5 3.07 1.21
幸福感 1357 1 5 3.65 0.94
社会地位公平感 1357 1 5 2.24 0.88
社会冲突意识 1357 -1.84 2.61 0.002 1.00

  (三)分析模型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采用因子分析法抽取的连续变量,因此在分析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

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统计模型作为分析工具。

建立模型A1 为:Y=a11+∑
9

j=1
b11jXj +u11 考察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

响。在这里面,X1 到X9 分别代表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宗教信仰、年收入和社会保障满意度,Y代表社会冲突意识。



建立模型A2~A6 为:Y=a2i+∑
9

j=1
b2ijXj+b2i(10)X10(i)+u2i 其中i=1到5。X1 到X9 分别代

表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年收入和社会保障满

意度。X10(1)~X10(5)代表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政府信任度和幸福感

五个变量。
同时为了检验养老保障对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政府信任度和幸福

感五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建立模型B1~B5:Yi=a3i+∑
9

j=1
b3ijXj+u3i ,其中i=1到5。X1~X9 分别

代表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年收入和社会保障满意度。

Y1~Y5分别代表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政府信任度和幸福感五个变量。
为了考察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政府信任度和幸福感五个变量的中

介效应是否显著,本文采用Sobel的Z检验来分析[44]。具体来说,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

响,如果 X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 Y,则称 M 为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分析模型:Y=cX+e1;

M=aX+e2;Y=c􀆳X+bM+e3,然后构建检验变量Z来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的检验。

四、实证结果

(一)养老保障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表2 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表

变量 模型A1 模型A2 模型A3 模型A4 模型A5 模型A6

性别
0.018
(0.636)

0.010
(0.375)

0.013
(0.462)

0.013
(0.464)

-0.001
(-0.031)

0.017
(0.622)

年龄
-0.073**

(-2.215)
-0.084***

(-2.611)
-0.071**

(-2.155)
-0.075**

(-2.304)
-0.051
(-1.579)

-0.078**

(-2.345)

民族
0.052*

(1.956)
0.049*

(1.884)
0.056**

(2.088)
0.052**

(1.977)
0.054**

(2.089)
0.053**

(2.003)

政治面貌
-0.010
(-0.353)

-0.024
(-0.839)

-0.007
(-0.230)

-0.009
(-0.322)

0.002
(0.071)

-0.009
(-0.295)

教育程度
0.091***

(2.804)
0.076**

(2.423)
0.103***

(3.144)
0.096***

(3.016)
0.087***

(2.740)
0.098***

(3.012)

婚姻程度
-0.046
(-1.539)

-0.055*

(-1.894)
-0.038
(-1.266)

-0.045
(-1.534)

-0.049*

(-1.664)
-0.041
(-1.350)

宗教信仰
0.028
(1.030)

0.035
(1.332)

0.031
(1.157)

0.044*

(1.687)
0.030
(1.164)

0.031
(1.158)

年收入
-0.071**

(-2.513)
-0.054*

(-1.966)
-0.054*

(-1.906)
-0.056**

(-2.042)
-0.071**

(-2.592)
-0.068**

(-2.423)

养老保障满意度
-0.134***

(-4.977)
-0.087***

(-3.269)
-0.121***

(-4.451)
-0.093***

(-3.477)
-0.073***

(-2.690)
-0.123***

(-4.521)

收入公平感
-0.255***

(-9.680)

社会地位公平感
-0.086***

(-3.089)

城乡待遇公平感
-0.212***

(-7.972)

政府信任度
-0.242***

(-8.962)

幸福感
-0.069**

(-2.527)

R方 0.049 0.111 0.056 0.092 0.103 0.054

F值 7.768*** 16.843*** 7.990*** 13.671*** 15.436*** 7.658***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从表2中模型A1可以看出,性别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年龄对农民工

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年龄每大一岁,社会冲突意识低7.3%,这一结果和一些学者的研究



结果也一致,比如张翼的研究表明,年龄越大,民众参与社会冲突行为的可能性越低[33]。政治面貌

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程度对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教育程度越

高,社会冲突意识越高。婚姻情况和宗教信仰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没有显著性影响。年收入对

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年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越低。在控制住这些变

量之后可以从模型A1发现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养老保障满

意度每高一个单位,社会冲突意识低13.4%。假设1得到检验,这个结果说明,养老保障满意度具

有降低社会冲突意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中介效应检验

那么,养老保障满意度降低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中介机制是什么? 本文首先考察中介变量

对因变量的影响,从表2中模型A3~A7可以看出,收入公平感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

影响,收入公平感每提升一个单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低25.5%;社会地位公平感对农民工社会

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社会地位公平感每高一个单位,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低8.6%;城乡待遇

公平感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城乡待遇公平感每高一个层级,农民工社会冲突意

识低21.2%;政府信任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政府信任度每高一个层级,农民

工社会冲突意识低24.2%;幸福感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幸福感每高一个层级,
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低6.9%。

表3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表

变量
模型B1

收入公平感

模型B2
社会地位公平感

模型B3
城乡待遇公平感

模型B4
幸福感

模型B5
政府信任度

性别
-0.030
(-1.069)

-0.056**

(-2.085)
-0.024
(-0.856)

-0.006
-0.217)

-0.076***

(-2.807)

年龄
-0.041
(-1.224)

0.025
(0.787)

-0.006
(-0.179)

-0.062*

-1.871)
0.092***

(2.848)

民族
-0.014
(-0.526)

0.039
(1.512)

-0.003
(-0.113)

0.017
0.619)

0.008
(0.311)

政治面貌
-0.052*

(-1.800)
0.042
(1.470)

0.005
(0.181)

0.025
0.848)

0.051*

(1.777)

教育程度
-0.059*

(-1.796)
0.132***

(4.163)
0.022
(0.679)

0.101***

3.095)
-0.019
(-0.594)

婚姻程度
-0.035
(-1.152)

0.096***

(3.245)
0.006
(0.186)

0.083***

(2.740)
-0.010
(-0.328)

宗教信仰
0.027
(1.015)

0.039
(1.480)

0.079***

(2.941)
0.050*

(1.855)
0.011
(0.426)

年收入
0.067**

(2.383)
0.190***

(6.909)
0.068**

(2.413)
0.038
(1.355)

-0.001
(-0.023)

养老保障满意度
0.186***

(6.896)
0.152***

(5.777)
0.192***

(7.131)
0.159***

(5.914)
0.253***

(9.586)
R方 0.045 0.094 0.047 0.047 0.087
F值 7.013*** 15.447*** 7.397*** 7.366*** 14.274***

  那么,自变量养老保障对中介变量有什么影响呢? 从表3中的模型B1~B5可以看出,养老保

障满意度对收入公平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养老保障满意度每高一个单位,社会公平感提高18.6%。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社会地位公平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养老保障满意度每高一个单位,社会地位公平

感提高15.2%。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城乡待遇公平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养老保障满意度每高一个单

位,城乡待遇公平感提高19.2%。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影响,养老保障满意度每高

一个单位,幸福感提高15.9%。养老保障满意度对政府信任度具有显著性影响,养老保障满意度每

高一个单位,政府信任度提高25.3%。
根据前面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



出,收入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参加养老保障的农民工收入公平感更高,收入公平感更高,社会冲

突意识更低,假设2得到验证。社会地位公平感中介效应显著,参加养老保障的农民工社会地位公

平感更高,社会地位公平感更高,社会冲突意识更低,假设3得到验证。城乡待遇公平感中介效应

显著,参加养老保障的农民工城乡待遇公平感更高,城乡待遇公平感更高,社会冲突意识更低,假设

4得到验证。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参加养老保障的农民工幸福感更高,幸福感更高,社会冲突

意识更低,假设5得到验证。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参加养老保障的农民工的政府信任度更

高,政府信任度更高,社会冲突意识更低,假设6得到验证。
表4 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变量 Z值 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收入公平感 -5.69*** 存在

城乡待遇公平感 -5.370*** 存在

政府信任度 -6.544*** 存在

幸福感 -2.32** 存在

社会地位公平感 -2.75*** 存在

五、结论与讨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民工对

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社会冲突意识更低。这一结论说明,提高民众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起到降低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
从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来看,养老保障满意度降低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促进社会稳定的中介

机制在于:养老保障满意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

公平感,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幸福感

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从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几个结论:
首先,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低,其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城乡待遇公平感越低,

从而导致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越高,越不利于社会稳定。这说明,养老保障作为政府应该为居民

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如果农民工对其的评价较低,就会将这种评价延伸到对社会总体公平情况的

评价上来。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养老保障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潘毅等[8]认为农民工问题产生

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旧有问题和改革过程中政策选择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而各项社会保

障权实际上是农民工权利缺失的核心部分。一般来说,农民工所涉及的社会保障权,又可以称为社

会保险,主要包括工伤、失业、养老、医疗四大强制保险。这一部分全国各地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制定和落实并不一致,全国也没有形成统一[8]。养老保障作为农民工的一种福利,各个地方实施政

策的差别并不仅仅包含有无的问题,还包括不一致的单位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46],各个省份对补

贴公式和缴费公式规定不一致[47]。这也就使得有的地方的农民工享有养老保障,有的地方农民工

并不享有养老保障;城镇居民享有养老保障,而农民工并不享有,并且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享受的养

老保障待遇也存在差别,这些差异会影响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因此,在加强养老保障的覆

盖率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确保各个地区农民工养老保障待遇保持一致性,比如单

位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的一致性。同时,缩小乃至消除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障待遇差异。
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社会地位公平感和城乡待遇公平感,进而对降低

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民众的幸福感越高,社会冲突意识越低。目前一些学者研究表明,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对民众幸福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8-49]。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作为政府质

量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对民众的幸福感亦具有正向影响[50]。这些研究和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证实了养老保障作为一项公共支出,农民工对其满意度越高,说明农民工享受到的这项公共服务的



质量越高,则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民众幸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养老保障给

民众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正如王莉丽[51]的研究所表明的,人的一生中可能遇到各种风

险,作为一种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权利的安全保护,消除人们的

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消除可以降低人们的焦虑情绪,带来幸福感。人们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

越高,养老保障所发挥的保障公众安全感的作用效果越好,从而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越明显。幸

福感这一中介机制的存在表明,要想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关键在于消除整个农民工群体对

未来养老问题的不确定性,也就是确保农民向工人的转化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两种身份转化的统

一,落实农民工的市民身份,从而提升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降
低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障的门槛,适度降低缴费工资基数,同时,消除目前农民工养老保障

和城镇工人养老保障的差异,避免出现目前农民工和城镇工人社会保障待遇差异化的二元社会保

障待遇体系[46,52],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养老保障的参保率,确保农民工和城镇工人养老保障待遇

的统一,可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发展遭遇对未来养老的担忧,从而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降低农民

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第三,许多学者均认为,社会保障的完善是政府的责任,比如余卫明[53]认为国家在社会保障制

度建立过程中的责任主要有三项,即制度设计、财政兜底和事务管理。而西方国家的研究又表明,
政府信任来自于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或者说是对政府履行自己责任的评估[8,54]。本文的研究

同样表明,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会显著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

度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社会冲突意识就越低。这也说明,当农民工对养老保障不满意时,会
将养老保障存在的各种问题归因为政府的责任,从而降低政府的信任度,从而更加提升其社会冲突

意识,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目前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提高农民工的养老保障覆

盖率,缩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差别,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农民工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从而提

升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度,提前化解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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